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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论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作者从组织、领导和员工三个方面考察员工

PSRB 的影响因素，逻辑很清晰。但是论文标题是影响因素研究，那么影响因素就应该更全

面考虑，而且作者所选的三个影响因素不一定是三个层次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例如从组织

方面，鼓励冒险和创新的制度或文化应该也是促进员工 PSRB 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应该考

虑把这些影响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而且作者所选的三个因素位于两个不同的层次（组织和领

导的因素可以看成同一个层次的变量），两个层次的变量在同一个模型中，是否应该采取

multilevel 的方法进行处理？ 

回应：本研究初始设计是将仁慈领导作为自变量，组织不确定性和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来进

行探讨的。不过由于两种调节变量对结果变量（PSRB）的主效应也显著，在初稿中我们为

了将这一点也体现出来，就把文章题目定为“员工亲社会性规则违背的影响因素”。此次修改

过程中，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再次斟酌之后也发现，这个题目确实偏大。在查阅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我们参照De Cremer和van Knippenberg（2004）的做法（De Cremer D, van Knippenberg 

D. (2004). Leader self-sacrifice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eader 

self-confide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5, 140–156. 在他们
的研究中，尽管调节变量的主效应也做了假设并且数据分析结果也显著，但在题目中还是将
之定位为调节变量），将文章题目修改为“仁慈领导与员工亲社会性规则违背：组织不确定性

和传统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专家所指出的鼓励创新和冒险的制度或文化，从理论或逻辑上推断，的确也应是员工

PSRB 的重要影响因素。不过在一项研究中可能无法面面俱到，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依

循专家指出的这一点做进一步考察。 

本研究中所选取的三类因素中，组织不确定性和仁慈领导既可以作为群体层面变量，也

可以作为个体层面变量。不过在情境实验部分，我们采用的是被试间完全随机设计（只有四

种刺激情境），并未分若干小组或团队进行考察，所以采用方差分析进行分析（如：①Choi, 

Y., & Mai-Dalton, R. (1999). The Model of Followers’ Responses to Self-sacrificial Leadership: 

An empirical test.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0, 397–421. ②Halverson, S., Holladay, C. L., 

Kazama, S. M. & Quiñones, M. A. (2004). Self-sacrificial behavior in crisis situations: The 

competing roles of behavior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5, 263-275.）。 

在这次补充的问卷调查部分，我们参照一些研究者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和组织政治知觉

时的做法（这两个变量实际上也是既可以作为群体变量进行分析，也可以作为个体变量进行

分析。后一种分析方式即将之作为个体的一种主观感知。如：①De Hoogh, A. H. B., Hartog, 

D. N. D., & Koopman, P. L. (2005). Linking the Big Five-factors of personality to charismatic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Perceived dynamic work environment as a moderat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 839–865. ②张文慧, 王辉. 长期结果考量、自我牺牲精神与领导

授权赋能行为: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管理世界, 2009, (6), 115-123. ③Treadway, D. C., 

Ferris, G. R., Hochwarter, W., Perrewé, P., Witt, L. A., & Goodman, J. M. (2005). The role of age 

in the perceptions of politics-job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three-study constructive repl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5), 872-881.），将组织不确定性（我们在文中将之界定为“员



工基于其主观选择的组织相关信息而形成的关于组织生存状况不确定程度的知觉”）作为个

体层面变量进行探讨。 

 

意见 2：此外，作者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与真实的情境是否有差距，是否可以考虑在真实的

领导风格、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境中取一些样本进行验证。而且作者所做操作检验的题目其实

并不能体现仁慈型领导和不确定性两种操作，例如“我们公司陷入了危机”、“我们公司的业

绩出现了严重下滑”两个题目反映的是危机的内涵，但并不能反映不确定性的内涵。此处的

操作检验建议采取成熟的仁慈型领导量表和环境不确定性量表来测被试的感知。 

回应：遵照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进行了问卷调查，具体内容和结果请见“4 研究二（问卷

调查）”。 

关于情境实验中操作检验的题目，根据我们查阅的组织管理领域中采用情境实验方法的

文献，既有学者直接采用相关量表中的项目来测量（即审稿专家所说的做法），也有采用少

数概括性项目来测量（如：①De Cremer D, van Knippenberg D. (2004). Leader self-sacrifice 

and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eader self-confide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5, 140–156. 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者直接采用“To 

what extent does Eric Stuart show self-sacrificing behavior?”“To what extent does Eric Stuart 

show self-benefiting behavior?”来检验自我牺牲领导的实验操作是否成功。②Yun, S., Faraj, S., 

& Sims, H. P. 2005. Contingent leadership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uma resuscitation team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 1288-1296. 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者分别采用“The 

attending surgeon gave the team specific instructions on how to carry out the resuscitation”和

“ The attending surgeon encouraged initiative from the team members to run the resuscitation”来

检验指令型领导和授权型领导的实验操作是否成功）。仁慈领导的情境主要是根据相关量表

题目编制的，因此如果在操作检验时再次直接使用量表项目进行测量，可能会不太合适。所

以我们借鉴了De Cremer和van Knippenberg（2004）和Yun等（2005）的做法，用更为概括性

的项目测量被试对仁慈领导描述的感知。 

而本研究中组织不确定性的操作检验项目，则直接来源于 Choi,和 Mai-Dalton（1999）

的研究（本文中对于组织不确定性的实验情境也是源于该研究）（Choi, Y., & Mai-Dalton, R. 

(1999). The Model of Followers’ Responses to Self-sacrificial Leadership: An empirical test.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0, 397–421. 具体条目为：“Micro Electronics is in a state of cris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has seriously declined.”）。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的“组织不确定性”与一些组织管理研究中的“环境不确定性”

的概念是不同的。我们设置此一变量是基于Spreitzer和Sonenshein（2003）（Spreitzer,G. M., & 

Sonenshein, S. (2003). Positive deviance and extraordinary organizing. In K. Cameron, J. Dutton, 

& R. Quinn (Eds.).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 (207–224).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有关“危机情境正向预测积极偏差行为”的理论推断（Morrison（2006）所

检验的PSRB的几个前因变量即是基于这两位学者的理论框架）。所以的确如专家指出的，这

些测量项目、包括我们借用的Choi和Mai-Dalton（1999）有关组织不确定性的实验情境，主

要是通过危机事件来反映的。 

 

 

审稿人 2 意见： 

论文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但相应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意见 1：受当前研究者的影响，对于中庸概念的理解似乎有失偏颇。孔子中庸观或者说和谐

观是讲究和而不同，非当前学者所理解的所谓“中庸”思想观。 

回应：匡亚明先生曾概括指出“中庸”特征有三：一是反对过头和不及；一是提倡“和而不同”；

一是主张“时中”（匡亚明. 1990. 孔子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依此而论，目前心理学界对“中



庸”的探讨可能存在偏颇之处，但也抓住了一些要素。不过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本土企业

情境下探讨员工 PSRB 的影响因素，而中庸只是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假设的影响因素。考虑到

研究的便利性和继承性（实证研究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和理论基础），我们主要参考了当前

华人心理学领域相关学者的概念、理论及测量工具。实际上针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分歧和争论

往往正是学术的常态（就如同《本土心理学研究》中每期针对靶子论文的评论和争辩），而

且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任何理论观点和研究工具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另外，现实

中大多数中国人更常表现出“为了和谐而和谐（即表面和谐）”的倾向（魏昕, 张志学. (2010). 

组织中为什么缺乏抑制性进言? 管理世界, 10, 99–109.），“和而不同”的理想化状态与多数国

人的实际表现可能并不完全相符。 

 

意见 2：有关权力距离的问卷时调查员工还是领导？从作者的提供的问卷看应该是调查领

导？ 

回应：在本研究中权力距离取向是调查员工（下属）的（见下图原始问卷来源）。 

 

 



 

 

意见 3：许多构念是西方的，许多构念是中国的，这种混同性研究，得出的研究结果的意义

何在？难道仅仅加总一些国内外构念，然后运用一些西方的方法，就是一种研究？ 

回应：根据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和张志学（2010）的观点，将本土特有的元素作为理论

构建的因素之一（自变量或调节变量）是组织管理研究本土化和情境化的重要方式或途径

(①徐淑英, 张志学. (2011). 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 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 重庆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 1–7. ②张志学. (2010). 组织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化及多层次理论. 

心理学报, 42, 10-21.)。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此类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应该有意义的，而且得

到了国际组织管理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采用这种方式的研究如： 

①Farh, J. L., Hackett, R., & Liang, J. 2007. Individual-level cultural values as moderator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employee outcome relationships in China: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distance and traditiona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715–729. 

②Chen, Z. X., & Aryee, S. 2007. Delegation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diating proces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226–238.（以传统性为调节变量） 

③Xie, J. L., Schaubroeck, J. & Lam, S. 2007. Theories of job stres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831-844. 

④Hui, C. Wong, A. S. H., & Tjosvold, D. 2007. Turnover in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positive affectivity, Chinese valu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constructive controvers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0, 735-751. 

⑤Yao, X., Yang, Q., Dong, N., & Wang, L. 2010.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53–57. 

 

意见 4：对单独的仁慈型领导研究的独特贡献在哪里？如果我们任取一种领导风格来进行研

究，譬如伦理型领导、魅力型领导或者其他的领导风格来研究是否也可以适用？这意味着仁

慈型领导只是一个自变量 x，可以任意替代？ 

回应：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5.1 研究结果讨论与理论贡献”最后一段补充了关于本研究

对于仁慈领导研究的贡献的相关阐述。 

本研究中，有关仁慈领导对员工 PSRB 的影响，我们有详细的假设推导过程。这种推导

过程是紧密结合和针对仁慈领导而进行的。不可否认，其他类型的领导风格也有可能会对员

工 PSRB 产生影响（当然这还需要相关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但其影响的内在逻辑与机

理应该有其特异性。所以我们似乎不能作此推论：如果仁慈领导和魅力型领导都对员工

PSRB（或者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之类的变量）具有正向影响（从逻辑上推断，魅力型

领导所包含的敢于冒险和表现出非常规行为等维度的确可能与员工 PSRB 正相关），这两者



就是可以互换或相互替代的。 

 

意见 5：为什么组织不确定性对仁慈领导没有影响？难道仁慈型领导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

TMT？ 

回应：组织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仁慈领导产生影响。不过本研究初稿中的实证部分是一个情

境实验。在情境实验中，组织不确定性和仁慈领导是两个独立的自变量，而实验本身是被试

间设计，实验情境分派给被试时是随机的，而且保持了每种情境在被试人数方面的平衡性。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不确定性是不可能与仁慈领导存在显著相关性的。 

 

意见 6：仁慈型领导对员工中庸倾向或者权力距离会否有影响？ 

回应：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学者们一般认为个体的价值观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Are values 

fluid and flexible? Generally speaking, no. They tend to be relatively stable and enduring.）

（①Rokeach, M., & Ball-Rokeach, S. J. 1989.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merican Value Priorities, 

1968-1981.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775-784. ②Bardi, A., Lee, J. A., Hofmann-Towfigh, N., 

& Soutar, G. 2009. The Structure of Intraindividual Value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913-929. ③Robbins, S. P., & Judge, T. A. (2013).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5th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当然在情境实验中，在随机分派实验情

境的情况下，仁慈领导与员工价值观也不会存在显著相关性。 

 

意见 7：在中国文化下，研究亲社会规则违背是否真的有意义？或者说破坏规则特别是有益

破坏规则的行为怎样才能被鉴别？ 

回应：关于研究意义，我们在讨论部分有具体的阐述。抛开本研究的具体意义，从更高的层

面来看，现实中存在某种现象，我们对之进行研究和探讨，揭示其形成、变化和影响等方面

的规律，同时为与之相关的管理实践提供一些理论依据，这应该就是有意义的。 

关于亲社会性规则违背的鉴别问题，由于这种行为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现在学者们

一般都是采用自陈的方式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由行为者自己作出判断。我们的研究遵循

和延续了此种做法。 

 

意见 8：文章所表现的权变视角在哪里？中庸本身就是一种权变，在作者的讨论中看不到这

种权变的影响。 

回应：初稿标题中的权变主要是指组织不确定性和价值观对仁慈领导的作用效果存在权变影

响（调节效应）。修改稿中文章标题已做修改（“仁慈领导与员工亲社会性规则违背：组织不

确定性和传统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意见 9：讨论部分“只有当这些情境线索表明 PSRB 是„安全的‟或„合适的‟，员工才有可能对

PSRB 抱以积极的态度。本研究的相关结果确证了这一点，说明对于身处组织情境之中的员

工而言，其 PSRB 行为既有“性格使然”的成分，更会受到组织和领导因素的影响。”意味着

可能存在一种安全变量影响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中庸的权变效能在这种边界条件可能出

现。这只能说作者的研究有缺陷。 

回应：本研究由于涉及的变量已不少，并且考察了几个调节效应，所以未纳入中介变量。这

一点在“局限与展望”部分已提及。在另一项后续研究中（以管理开放性和上下属关系作为自

变量），我们探讨并验证了心理安全在领导因素与员工 PSRB 之间的中介效应。 

 

意见 10：其次，在个体特征方面，本研究揭示了传统价值观在员工 PSRB 决策中的重要角

色。前文提到的 Morrison（2006）和 Dahling 等（2012）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冒险倾向和责任

心等人格特征与员工 PSRB 的关系。这两项研究其视角的出发点是将 PSRB 假设为一种受个

体较为稳定的人格方面特质而形塑的“将会怎么做（will-do）”的决策结果。然而 PSRB 这一

行为本身涵盖了丰富的人际互动和对组织或他人加以关注的成分。相比于人格特征，价值观

更富社会文化属性，并具有更强的活力和习得性。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将影响员工 PSRB

的个体特征扩展到价值观领域，证实了员工的中庸倾向和权力距离取向对其 PSRB 具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从而有助于我们从“应该怎么做（should-do）”的决策视角来认识 PSRB 现象。 

这些话中有关个体特征的表述是否欠妥？ 

回应：我们对专家指出的这段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补充了相关的参考文献。 

 

意见 11：既然用权变视角进行研究，那么权变可能出现的不同的状态或者形态呢？譬如费

德勒的权变领导的八种状态？以及何时更适用于这些状态？ 

回应：本研究关注的是仁慈领导这一领导方式，其“权变”主要体现在组织不确定性和权力距

离取向对仁慈领导与员工 PSRB 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考察相关情境性因素（如组织相关因

素，员工人格、价值观等）对某一领导方式（如变革型领导、辱虐管理等）作用效果的权变

影响是领导相关实证研究中非常常见的做法和范式，这类研究应均可视为是对权变领导理论

的扩展和检验（尽管大多数研究所探讨的领导形态或方式并非费德勒权变领导理论、生命周

期理论等经典权变领导理论）。例如在吴隆增、刘军和刘刚（2009）的研究中，亦曾提及其

研究对于权变领导理论的贡献（见下图）。 

 

 



 

意见 12：仅仅研究亲社会规则违背的影响因素，而不涉及其结果变量？是否有自变量主导

的嫌疑？ 

回应：本研究主要关注亲社会规则违背的前因变量。毕竟作为一项单一的实证研究（而不是

一个完整的科研项目计划），可能无法面面俱到地同时考察亲社会规则违背的前因和后果（尤

其是在已经涉及了多个调节变量的情况下），否则文章的篇幅可能会过于庞大。而组织管理

领域的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只涉及前因或后果的单篇论文是极其常见的。关于专家指出的亲

社会规则违背的影响效果，的确是 PSRB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有待探索的议题，我们在后

续研究中会针对专家指出的这一方向进行探讨。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修改后已经提升很多，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意见 1：标题仍然不合理，标题中提到传统价值观的调节效应，但是传统价值观的范围太大，

包括很多价值观的内容，例如礼义仁智信，忠孝廉耻等，这篇论文不能涵盖传统价值观的内

容。论文把权力距离取向也作为传统价值观，而偏偏权力距离取向不是传统的价值观，更不

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西方也有，而且这个概念也是西方学者提出的。 

回应：谢谢专家指出的这一问题！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再次对文章标题进行了修改，确定

为：“仁慈领导会增加员工的亲社会性规则违背吗？”。 

 

意见 2：仁慈领导似乎不是真正的自变量，真正的自变量应该是组织制度对亲社会性规则违

背进行奖惩与否。如果在严格的制度下，仁慈领导也坚持组织的制度对规则违背行为进行处

罚，那么下属还会违规吗？而在奖励亲社会性的制度下，非仁慈领导也会进行奖励，从而员

工也会有更多的亲社会性规则违背。该论文的情境设计可能存在偷换概念，把对规则违背行

为的奖惩制度换成了领导仁慈与否，引导被试认为仁慈领导就不会惩罚，但是真正起作用的

是奖惩的行为，而不是是否仁慈领导。 

回应：研究中的“偷换概念”，我们认为要么是扩大或改变了概念的内涵外延，要么是张冠李

戴。而在本研究中的情境实验部分，仁慈领导的情境刺激操作脚本是参考林姿葶和郑伯埙

（2012）有关仁慈领导双因素模型（生活照顾和工作照顾）的相关描述、测量量表以及 Niu、

Wang 和 Cheng（2009）（注：牛君白是郑伯埙教授的学生）所开发的相关脚本而编制，而非

我们自己主观或随意编制的，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不存在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在郑伯

埙等学者的研究中（包括他们构建的相关量表），仁慈领导确实涉及到“当下属犯错时，是否

给改正的机会”等行为内容（如下图所示）。而且退一步讲，虽然企业会设立各种规章制度（包

括奖惩制度），但各级管理者作为组织的代理人，其对下属的领导方式显然还是会存在差异

的，比如面对下属违反规则或犯错时的仁慈或容忍程度。当然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或风格（如

仁慈领导）也有其影响因素，其中就可能包含专家指出的组织制度严苛程度（当然这也只可

能是其影响因素之一）。但这已然超出了本研究所探讨问题的范围和理论框架内容（本研究

关注的是仁慈领导对员工 PSRB 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 



 

 

意见 3：研究二的工具介绍中没有交代中庸量表和权力距离取向量表。 

回应：谢谢专家指出的问题！由于疏忽，我们在上次的修改稿中忘记交代中庸量表和权力距

离取向量表的情况，这次我们补充了问卷调查部分这两个量表的来源、信度等相关说明。 

 

意见 4：研究二没有说明对共同方法效应进行处理。 

回应：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具体结果请相见“4.3.2 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虽然对文稿进行俩修改，但对于修改的情况仍然不够，主要表现在： 

意见 1：对中庸的定义选取有利于文章的定义，而为进行基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操作性定义； 

回应：本研究涉及的议题属于管理心理学领域的内容，我们在选取中庸定义时自然而然会地

选择心理学尤其是本土心理学领域权威专家的观点。我们之所以采用杨中芳（2009）的观点，

是因为杨先生是颇具代表性的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者和华人心理学领域中庸研究的权威专

家，所以我们认为她对中庸的定义是能够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 

 



意见 2：虽然作者列举了很多学者来例证本土化研究，但这并不意味者在西方熏陶下的学者

所作出的论断是本土化的。本土化是嵌入性的、扎根性的，而非移植性的，或者所谓的中西

合璧的。没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刻体验，而论断本土化，实在是难以认同。西方概念多是建基

于理性人基础之上，而中国文化多是建基于感性人基础上。不同的构念交织在一起使文章呈

现四不像。 

回应：关于能否将中西方的构念纳入同一项研究中的问题，专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我们充分尊重这一点。尽管专家不认可这种做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属于学术观点和理念的差

异，我们个人倾向于较为认同和遵循徐淑英、樊景立、张志学等华人学者的观点和做法。另

外，我们个人认为，既然这种做法已经在国内外组织管理领域获得了认可（我们再次将采用

这种做法进行研究的相关代表性论文列举如下），那么她就应该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行的，

简单地将之视为“四不像”而加以全盘否定可能会不太妥当。 

①Farh, J. L., Hackett, R., & Liang, J. 2007. Individual-level cultural values as moderator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employee outcome relationships in China: Compar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distance and traditiona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715–729. 

②Chen, Z. X., & Aryee, S. 2007. Delegation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diating proces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226–238.（以传统性为调节变量） 

③Xie, J. L., Schaubroeck, J. & Lam, S. 2007. Theories of job stress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831-844. 

④Hui, C. Wong, A. S. H., & Tjosvold, D. 2007. Turnover in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positive affectivity, Chinese valu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constructive controvers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0, 735-751. 

⑤Yao, X., Yang, Q., Dong, N., & Wang, L. 2010. Moderating effect of zhong y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53–57. 

⑥Zhang, Y., Tsui, A. S., Song, L. 2013 (in press). Employee Responses to 

Employment-Relationship Practices: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Employee 

Traditionalit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意见 3：文章没有体现出独特贡献，或者说仅以仁慈作为领导风格可能，实际上有自变量主

导嫌疑； 

回应：PSRB 属于尚处起步阶段的研究议题，本研究在中国企业情境下结合本土元素来对

PSRB 前因进行探索，我们认为这是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意义的。 

至于仅仅以仁慈领导作为领导风格自变量进行操纵的问题，在国内外大多数单项实验研

究中，都不会同时考察多种领导风格的影响（少数实验研究最多同时考察了两种领导风格），

更多的是主要聚焦于某一种领导风格或方式（如：①Chen, G., Sharma, P. N., Edinger, S. K., 

Shapiro, D. L., & Farh, J. L. 2011. Motivating and de-motivating forces in teams: Cross-level 

influences of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relationship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 

541-547. ② Grant, A. (2012). Leading with meaning: Beneficiary contact, prosocial impact, and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 

458-476.）。实际上在领导学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所提出和研究的领导风格数量已经相当可

观，但就我们所查阅的相关实验研究文献来看，尚无研究能将各种可能的领导风格同时纳入

到一项实验中进行操纵。 

 

意见 4：不知道亲社会规则违背的涵义，或者说在当前环境下的适应性； 



回应：关于亲社会性规则违背的含义，我们在“2.1 亲社会性规则违背（PSRB）”已经有详

细的阐述，可能专家未注意到。至于 PSRB 在当前环境下的适应性，我们在企业进行的相关

访谈以及我们在本研究中的问卷调查部分都说明了我国企业中同样存在 PSRB 行为和现象。

换言之，这种行为并非是西方企业情境下所特有的。 

 

意见 5：一些其他的修改也没有令人信服，例如组织不确定性与领导风格互动、组织不确定

性对中庸影响； 

回应：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组织不确定性作为仁慈领导与员工 PSRB 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进

行考察，这与权变领导理论和领导替代理论的相关观点是一致的。在组织管理实证研究中，

考察相关情境变量对领导效果的调节作用是比较常见的做法，所以我们认为本研究的这一设

计是可行的和有理论依据的。 

关于组织不确定性对价值观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一次修改说明中已经根据相关文

献做了明确的回答和说明。 

 

意见 6：其他方面。实验中仁慈均值为 0.50、组织不确定性为 0.49.意味着仁慈和不仁慈、确

定和不确定都是 50%左右，意义何在？ 

回应：在本研究的情境实验中，自变量的均值是由最终四种情境的有效施测被试人数计算而

来（1 代表高仁慈、0 代表低仁慈；1 代表高组织不确定性、0 代表低组织不确定性）（“高

仁慈领导、高组织不确定性”31 人；“低仁慈领导、低组织不确定性”32 人；“高仁慈领导、

低组织不确定性”32 人；“低仁慈领导、高组织不确定性”31 人）。这些信息我们在文中都有

明确的说明。自变量的均值均在 0.5 左右，是为了保证各实验情境在实施人数上的大致平衡。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审稿人仔细阅读了作者的稿件，并认真审阅了两位审稿人所提的审稿意见与作者的修

改说明，认为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回答，并对文章的

内容作出了比较认真的修改，并进行了补充性的问卷调查研究，对于有些目前研究所不能解

决的问题，也给予了较有信服力的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对本文修改稿的认可和肯定！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修改后在研究方法上已经规范很多，但在逻辑推理等方面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补充论

证： 

意见 1：关于自变量，在第二轮的意见中我指出“仁慈领导似乎不是真正的自变量，真正的

自变量应该是组织制度对亲社会性规则违背进行奖惩与否”，是请作者思考相对于组织奖惩

而言，仁慈领导更应该是调节变量，正如作者所讨论的，“管理者作为组织的代理人，其对

下属的领导方式显然还是会存在差异的，比如面对下属违反规则或犯错时的仁慈或容忍程

度。” 也就是说仁慈领导调节了组织奖惩制度的影响，但是主效应还是组织奖惩制度。 

  此外，就作者列举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而言，为什么自变量是仁慈领导，而不是环境不确

定性？正如作者在假设 2 中的推理，“组织不确定性对员工 PSRB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

“在高组织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仁慈领导高低对员工 PSRB 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逻辑

上说明主效应是组织不确定性的作用，而仁慈领导只能调节低组织不确定性的作用。而且就

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研究一中环境不确定性比仁慈领导的主效应更强，当然更有理由认为环

境不确定性是自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老师提出的问题！ 

关于仁慈领导和组织不确定性这两个变量的地位或定位，从逻辑上看，它们哪一个做调

节变量、哪一个做自变量，应该都是可行的（在实验中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的确如

专家指出的，如果将组织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将仁慈领导作为调节变量，也是可以的。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仁慈领导作为自变量，将组织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是因为在设计

研究框架时，我们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的考虑：（1）权变领导理论和领导替代理论的相关观

点；（2）Choi 和 Mai-Dalton（1999）和 Halverson 等（2004）这些学者在研究自我牺牲型领

导作用效果时的做法（他们将组织不确定性作为自我牺牲型领导作用效果的调节变量，如下

图所示）（①Choi, Y., & Mai-Dalton, R. R. The model of followers’ responses to self-sacrificial 

leadership: An empirical test.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999, 10(3): 397–421. ②Halverson, 

Stefanie K., Courtney L. Holladay, Stephanie M. Kazama, and Miguel A. Quinones. 2004. 

“Self-sacrificial behavior in crisis situations: The competing roles of behavior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Leadership Quarterly 15: 263-275.）。也就是说，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探讨仁慈领导

作用于下属 PSRB 过程中，环境变量（组织不确定性）和下属个人特征（中庸倾向和权力距

离取向）的调节效应。这与权变领导理论和领导替代理论的观点是契合的，从而使得本文的

研究框架具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相反，如果将组织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仁慈领导作

为调节变量，尽管数据上是也成立的，但显然就缺乏诸如权变领导理论和领导替代理论等经

典的理论基础做支撑。据我们了解，实证研究需要有理论基础做支撑并要具有理论意义，是

现在国内外学者和顶级期刊都非常强调的。 

 

就专家指出的组织奖惩制度而言，如果按照权变领导理论和领导替代理论，它也很可能

是调节仁慈领导作用效果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变量。虽然尚无直接的研究考察这一点，但

Aryee 等（2007）的一项研究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个逻辑和推断。他们的研究发现，组织结构

调节不当督导与员工职外绩效的关系，机械式组织（强调规章制度）中不当督导的负效应更

显著，有机式组织（强调灵活与适应）中不当督导的负效应较弱（Aryee, S., Sun, L. Y., Chen, 

Z. X., & Debrah, Y. A. (2008).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work unit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4, 393–411.）。不过由于一项研究本身的“体量”有限，所以本研究未涉

及组织奖惩制度这一变量。当然专家指出的这点将是我们今后研究会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反过来，专家提出的仁慈领导可能会调节组织奖惩与 PSRB 的关系，也可能是成立的。但是

上述这些推断还是都需要将这两个变量同时纳入研究才能加以检验。而本研究作为一项实证

研究（实证研究的任何确定性结论都应该是基于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由于没有纳入组织奖

惩制度这一变量，所以我们觉得暂时可能也就无法做出“仁慈领导调节组织奖惩制度与员工

PSRB 关系”或者“组织奖惩制度调节仁慈领导与员工 PSRB 关系”的定论；在根本未涉及组织

奖惩制度这一变量的情况下，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我们似乎也无法得出“仁慈领导调节了

组织奖惩制度的影响，但是主效应还是组织奖惩制度”的结论。 

另外，就专家老师指出的研究一中组织不确定性的主效应比仁慈领导更强的问题，我们

查阅了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等领域的实验研究文献，发现一些研究中调节变量的主效应

也是比自变量要强一些。如下面几幅图所示： 

 

 

 

 

从假设看，研究者是将 rewarding leadership 作为程序公平与下属自尊的调节变量。 



 

 

 

 

    从摘要看，该研究中对权威的信任是程序公平与员工合作的调节变量。 



 

    

 

 

 

 

 

从假设看，研究者是将危机作为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后果变量的调节因素。 



 

 

意见 2：关于分析方法，表中，仁慈领导是分类变量，为什么也和中庸倾向和权力距离取向

一样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回应：谢谢专家提出的问题！ 

如专家所言，本研究实验部分中仁慈领导是分类变量。不过我们是以“0，1”来代表低仁

慈和高仁慈两种情境，这在回归上等于是设置了哑变量。同样直接将实验中的分类变量代入

回归方程的代表性研究如下面几幅图所示。 

 

 

 

 

 

 



 

 

 

 

 

 

 



 

 

意见 3：关于控制变量，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等前因变量检验对 PSRB 的影

响，说明这些更是影响 PSRB 的关键因素（自变量），甚至其主效应比仁慈领导风格的效应

更强，而本文的两个子研究中都没有对这些个体特征进行控制，这是很大的不足。也从侧面

说明作者选取仁慈领导作为自变量的不足。 

回应：谢谢专家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在设计具体研究时，主要参考以往一些同时采用

实验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检验假设的研究的做法（如下图所示），也就是在实验中通过操纵

相关自变量来考察它们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未纳入相关的控制变量。不过专家

指出的这一点可能确实是本研究以及本研究参考的以往这些研究的不足之一。我们已根据专

家的意见，将这一点作为局限之一在“局限与展望”部分提出来。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遵照专

家老师的意见，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不过像自主性、同事 PSRB 表现等以往

研究发现的影响员工 PSRB 的变量，在实验中均需要通过相关情境来操作，这将会使得实验

情境过于复杂。并且本研究通过实验和问卷两种方法来检验相关假设，应可以确保相关结论

较为 robust（我们推断这也应是以往同时采用实验和问卷调查的研究不再纳入控制变量的原

因）。 

另外，以往有关 PSRB 的实证研究还非常有限（据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查阅，目前只有两

项，其中一项的主要目的还是开发 PSRB 量表）。所以这两项研究未涉及的变量也可能会对

PSRB 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似乎不应该断定，后续研究选取以往这两项研究所涉变量之外的

变量作为自变量，就是不可行或存在不足的。 

 



 

 

关于前瞻性，以往研究已发现诸如前瞻性人格、学习目标导向、工作特征等变量均会对

个体的前瞻性产生重要影响，但沃顿商学院 Grant 教授最近的这项同时采用实验法和问卷调

查法的研究也未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 

 

 



 

 

 

 

 

 

意见 4：关于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因为 PSRB 是对自己没有好处，但对公司以及对客户将是

有益的行为，这在我们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很容易产生社会称许性，因此被试可能由于社会称

许性而做出 PSRB。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也值得商榷。 

回应：谢谢专家指出的问题！ 



相对于组织公民行为、消极偏差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等非常明确的积极或消极行为，我们

推断 PSRB 的社会称许性问题可能小一些（因为尽管它对组织有益，但毕竟违反了组织的规

则或制度，这使得它体现出两难的特点）。不过正如专家所言，社会称许性依然可能会影响

到员工的 PSRB 决策（当然，即使它会影响员工的 PSRB，它也只是 PSRB 这种两难行为众

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而已。员工应该不可能完全出于社会称许性而做出此种行为）。我们将

在今后进行研究时注意专家指出的这一点，在有关 PSRB 的研究中将之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

察。同时，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一点也作为局限之一在“局限与展望”部分做了说明。 

另外，根据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杨国枢先生（2008）的观点，华人集体主义

主要是一种家族型或家庭型的集体主义，而非普遍性的集体主义（universal collectivism）（杨

国枢.(2008). 华人社会取向的理论分析. 见 杨国枢, 黄光国, 杨中芳 (主编). 华人本土心理

学 (pp. 171–209). 重庆 : 重庆大学出版社.）。所以家族企业中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族

成员其行为可能更易受集体主义的影响。而本研究的实验被试和调查对象基本都来源于非家

族企业，因此社会称许性对本研究相关结论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第四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论文的第三轮修改可以接受，但对作者回应的第一个问题持保留态度，建议作者适当

补充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老师对本文修改稿的认可！我们也再次感谢专家老师这次针对本文所提

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结合 PSRB 风险性特征，补充了 Depret 和 Fiske

（1993）有关权力、社会认知与行为关系的理论观点作为构建核心变量（仁慈领导和员工

PSRB）之间关系的理论依据（详见“1 问题的提出”第四自然段蓝色字体）。 


